
五十年前的1966年，京山苏家垅出土两
周之际曾国青铜器群[1]，铜器群包括有9件列
鼎在内的鼎、簋、甗、鬲、壶等青铜礼器，在总
共10件有铭青铜器中，鼎、豆、方壶等6件青铜
器带有“曾（侯）仲（子）斿父”铭文。该群青铜
器器主应该为曾侯仲子斿父，这是曾国青铜

器首次有考古单位背景的发现，也是学术界

首次明确曾国在鄂北一带的存在。苏家垅青
铜器虽为水利建设活动中所获，但此次发现

带有明确的考古工作与研究背景，由此也揭

开了鄂北地区曾国青铜器累累发现的序幕，

可以视为曾国考古的开端。
五年前的2011年，随州叶家山发现西周

早期曾国墓地，将此前相对沉寂的曾国考古

再次推向热潮。在最近的五年中，不仅曾国考
古陆续有随州叶家山、文峰塔，枣阳郭家庙等
新的重要发现，曾国考古发现连续三次被评

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项目。曾国考古研究也
重新呈现出兴盛之态，在2012～2015年间，关
于曾国考古仅学术活动就有三次专家笔谈[2]，

以及随州、武汉和北京三次专场学术会议[3]。

应该承认，关于曾国考古密集的学术活动，固

然有领导支持的主观效应，在五十年后的今

天，考古发掘重回苏家垅，也有一定的偶然因

素。但五十年来，曾国考古不仅发现了周代诸
侯国最丰富、系列最绵长的青铜器，更是构建
出一个面貌丰富的诸侯国物质文化史。曾国
虽然没有明确的传世文献记载，却已成为周

代文化面貌最为清晰的诸侯国之一，曾国考

古确然显现出非同寻常的意义。另一方面，有
关曾国不断的重要发现，推动着包括金属技

术史、音乐考古、古文字学、文物保护等领域
的研究，当然也包括曾国问题的研究。2014年
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随州叶家山西周
墓地考古发掘报告》立项，该课题包括发掘资
料的整理与研究、出土文物保护与修复、出土
金文材料整理与研究、出土文物科技鉴定与
分析以及出土编钟音乐考古学研究等5个子
课题，标志着曾国考古研究进入新的层面。围
绕曾国材料展开的考古学研究，也在周代诸

侯国研究中特别突出，并推动着周代诸侯国

和周代物质文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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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曾国是在传世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基本被考古工作所揭示出来的周代诸侯国。围绕曾国的考
古发现从 50 年前的苏家垅，到 5年前的叶家山，考古工作与学术研究经历了不同的热点和趋向。本
文回顾了 50 年来曾国考古的重要发现及其意义，从曾国的国族性质等历史问题、曾国物质文化所反
映的社会景观问题、到曾国研究对于周与楚文化的理解问题等方面，总结与检讨了特别是最近 5 年
来的研究，以展望未来曾国等诸侯国的考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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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值此纪念曾国考古暨苏家垅出土曾

国青铜器五十周年之际，我们回顾与检讨从最

近的五十年到五年曾国考古研究，观察学术界

对一个诸侯国持续研究中的历程与进展，相信

对于曾国考古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对于其他周
代诸侯国考古研究，有着积极的参考意义。

一

我们先历时地回顾一下50年来曾国考古
的重要发现，看看考古发现是如何推动曾国

历史研究进程。
1966年，京山苏家垅在水利工程中发现

97件青铜器，其中包括有九鼎七簋、曾侯仲子
斿父等铭文等33件青铜礼器，此外还有马镳、
衔等马器。这些青铜器的构成暗示其来自于
一座墓葬，九鼎七簋、器主曾侯仲子斿父的身
份更说明这里属于曾国的重要地域。当时的
工作简报首先注意到这批青铜器年代在西周

末期到春秋早期之间，同时也梳理传世文献，

指出曾国有山东、河南之鄫外，苏家垅的这个
曾国就是那个在《国语·晋语》中“申人、缯人
召西戎以伐周”的缯国。因为申的地望在今南
阳，苏家垅符合缯、申联合灭周的条件，苏家
垅铜器群使用九鼎，说明曾国很强大[4]。

1970、1972年，随州熊家老湾两次发现青
铜器，其中一次出土有曾伯文簋4件[5]，显示在

今随州以南的区域也有曾国重要的势力分布。
在随后的不久的时间，枣阳段营[6]、曹门湾[7]甚

至河南新野小西关[8]相继发现曾国青铜器，曹

门湾还采集到“曾侯絴伯”戈一件[9]。这些青铜
器的数量和组合显示出较高的社会等级，曾

侯器的出现还说明曹门湾可能为曾国政治中

心。随州、枣阳等地的发现说明曾国地域较
大，“与文献所记载的当时曾国强盛一时的情
况是符合的”[10]。

1978年，随州擂鼓墩发现曾侯乙墓 [11]，年

代在公元前433年或稍晚的战国早期偏晚。曾
侯乙墓出土青铜器总量超过10吨，包括九鼎
八簋等多套青铜礼器、65件编钟等。墓葬所有
重要青铜器超过一百件次铭有“曾侯乙”之

名，墓主可确定为曾侯乙。随州及随枣走廊一
带屡次出土曾国青铜器，曾国的存在毋庸置

疑。而随州一带是传世文献记载的姬姓随国
之地，却从未见随国青铜器。出土资料与文献
记载形成这样明显的矛盾，被学者称之为“曾
国之谜”或“曾随之谜”[12]。学者们提出了诸多
猜测，最主流的看法认为青铜器中的曾国就

是传世文献中的随国，此即曾随合一之说。
曾侯乙墓面世之后的一些考古发现，也

似乎印证了曾国就是随国的猜想。1979年，随
州北郊义地岗的季氏梁发现一座墓葬，出土

有青铜器鼎、甗、簠、编钟、戈等青铜器[13]，其中

两件戈分别有“周王孙季怠”及“曾大攻尹季
怠”铭文，说明曾国的确为姬姓。1981年在距
离曾侯乙墓仅102米的西团坡发现随州擂鼓
墩二号墓 [14]，说明曾国在随州存世至战国中

期。1997年，经调查与勘探，发现擂鼓墩墓群
存在多个土冢，这些墓葬应当和曾侯乙一样，

是曾侯一级墓葬[15]。擂鼓墩墓群应该是布局比
较完整的曾国国君陵园区，它说明战国时期

的曾国都城就应该在今天的随州城区一带。
1994年，随州义地岗墓地东风油库发掘3
座春秋晚期墓葬（M1～3），其中M1随葬的鼎、
甗等全部6件容器均有“曾少宰黄仲酉”铭文，
而M3则出有曾侯鼎和曾仲姬壶[16]。2011年，义
地岗又发掘出春秋晚期曾公子去疾墓，10件
青铜礼器如鼎、簠、壶等9件带有曾公子去疾
铭文，墓主身份明确[17]。这些高等级曾国墓葬
及随葬品铭文，暗示随州城区作为曾国中心

区域至少始自春秋晚期。
2002～2003年，枣阳郭家庙墓地发掘了两
周之际前后的27座墓葬和3座车马坑[18]，这是

首次以墓地为单位对曾国遗存的考古发掘。
这处墓地盗扰严重，不过M21仍出有曾伯陭
钺，该墓带有墓道、墓底长度超过6.5米，可能
为一代曾侯之墓。郭家庙一带屡次发现有曾
国青铜器，暗示这一地点曾国遗存分布的密

度和规模都较大。联系到此前出土的曾侯絴
白戈，可认为两周之际曾国中心区域应该在

今郭家庙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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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苏家垅再次在水利生产中发现
M2，出土青铜簋一套4件 [19]。这说明曾仲斿父
器群的发现并非孤立，曾国在今京山苏家垅、
随州熊家老湾、枣阳郭家庙、随州城区一带均
有重要遗存分布。

2011～2013年，随州城区之东约15公里叶
家山曾国墓地共发现发掘140座西周早期墓
葬，其中包括M65、M28、M111等至少三代曾侯
墓葬，其他则为中小型贵族、平民墓[20]，这是迄

今所见年代最为集中、揭露较为全面的西周
时期墓地。叶家山墓地是明确为西周早期曾
国遗存的首次发现，说明至少始自西周早期，

曾国就已存在于随枣走廊东部了。
2013年，属于义地岗墓地的文峰塔墓地
发掘了66座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的曾国贵族
墓葬[21]，其中M18为曾侯丙之墓。文峰塔墓地
出土青铜器多带有“曾侯”、“曾孙”称谓的铭
文，再次说明自春秋中期开始随州义地岗一

带属于曾国高等级贵族墓地[22]。
无独有偶，2009年发掘的文峰塔M1可能

为战国早期曾侯與之墓[23]，该墓出土曾侯舆编

钟，其中一号钟铭文提到吴楚战争楚国先失

后复、曾国站在楚国一方的立场等等。联系到
传世文献中记载随国曾经在吴楚战争中庇护

楚昭王的故事，似乎再次说明，曾国就是随

国，曾随问题已经得到解决[24]。
2014年度枣阳郭家庙发掘两周之际前后

墓葬29座，其中M1长11、宽8.5米，葬具为一椁
重棺[25]。该墓虽已被盗，但其规模、附属大规模
车坑与马坑显示，墓主当为一代曾侯。同一墓地
的M60虽未报道，发掘主持者提出也为曾侯之
墓。三座曾侯墓葬的存在，使郭家庙一带为两
周之际前后曾国中心区域的看法得到强调[26]。
曾国考古工作的进展也再次引出曾随问题。

2011年私人收藏出现随仲嬭加鼎[27]，该鼎是春

秋中期典型楚式鼎形制[28]，鼎有铭文5行28字，
其核心内容有“楚王媵随仲嬭加飤緐”之句，这
是出土文献中首次明确的关于随国的记录[29]。
2013年文峰塔墓地M21又出土了一件“随大司
马”戈，其年代也属于春秋中期，稍稍早于M21

随葬的其他青铜器，这是随国青铜器在考古中

的首次发现。随国青铜器的出现，让许多学者
感到，曾随合一这样的假设得到了落实[30]。
在基本未依赖传世文献的情况下，50年
来曾国考古从最初只是定位曾国在汉水以东

地区的存在，到建立西周早期至战国中期大

约700年相对完整的曾国历史全景，这是周代
诸侯国考古中，可谓成就最为突出的工作。

二

目前所见的曾国遗存包括叶家山等大规

模墓地、曾侯乙墓等出土的大批具有极高社
会价值与艺术成就的高等级文物。这样一个
国力较为强盛、文化水平很高的国家，在传世
文献中并没有明确的记载。因此关于曾国在
狭义历史层面的性质，是学者们研究曾国首

先会关心和感兴趣的问题。
从逻辑上讲，出土资料中的曾国自然会

与传世文献中的鄫国关联。出土文献中的国
名对应于传世文献中的国名，往往加有邑旁，

如奠作鄭、寺作、朱作邾等等。曾，就是后世所
写的鄫，从字形的变化上来说是没有问题的，

在早期学者的讨论中，的确也是这样看待的。
传世文献记载最清晰的鄫，是姒姓的山东之

鄫。晚清阮元首次将曾伯簠识别为这个山东
鄫国之器，其后学界均将没有明确出土地点

的曾国青铜器归入山东之鄫。当1966年苏家
垅发现成组曾国青铜器，当代学者也仍然是

顺沿这一思路，以苏家垅所处的地理位置而

排除山东鄫国，并以缯势力强大且邻近南阳

之申，而定位曾为灭周之缯。当然，随州季氏
梁出土戈铭文显示曾大攻尹季怠为周王孙，

说明曾为姬姓，这与传世文献中的姒姓缯国

明显不合，因此曾为灭周之缯的看法至上世

纪八十年代为学界所摈弃。
曾国和随国是否是同一个诸侯国，是曾

侯乙墓发现后学术界近40年来争论不断的热
点话题。而在此之前，曾国和随国原本是两个
并无关联的周代诸侯国，历代史家从未就曾

国与随国的关联进行过讨论。曾随合一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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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曾国在国力、存世时间、地理位置、族姓、
以及与楚国关系密切等特征上，与随国吻合。
这样的结论并非是从传统的历史地理视角或

地望、或源流地进行考证的结果，而是从文化
地理方向做出的整合性推论。不过，这样的推
论，除了难以解释何以曾又称随等问题之外，

另一方面很难有令人信服的证据，其依赖的

地理位置、族姓以及与楚国关系等因素，都不
是排他性根据，比如说，在今随州一带也可能

并存姬姓、春秋中期前后与楚国关系密切的
其他诸侯国，曾随对应并非唯一选项。另一方
面，随国在传世文献中仅见于春秋时期，与绵

长而强大的曾国似还有一定距离。因此，曾随
合一说提出后，不同的意见也有不少[31]。当然，
相比之下曾随合一的观点在当时考古材料的

背景下，仍然是最富有理解力、最合理的解释。
在随国青铜器出现的新背景下，曾国之

谜的问题其实并未解决，曾随合一的假定面

临挑战。本来，一国墓地中出土他铭青铜器，
则可能是婚嫁、赠送、掠夺或交换而来，如楚
墓出土吴、越青铜器，如曾墓出土黄、卫青铜
器，反映的都是不同国家的关系。现在按照曾
随合一说的看法，曾国墓葬出土“随大司马嘉
有之行戈”戈，让学界过去推测曾国就是随国
的假设得到了验证。这个看法的逻辑是，既然
曾就是随，则一个墓葬中就可以同时有“曾”、
“随”铭文，“随大司马”、“曾大司马”就是一回
事。但问题是文峰塔M21多数青铜器铭文是
“曾孙邵”，邵可能为墓主，他与“随大司马嘉
有”名称、器物年代都不同，显然并非是同一
人。所谓名称，就是为了区分事物而专设的概
念。商周青铜器铭文中，我们并未见哪一个国
家同时有两个不同称谓。实际上，无论曾国还
是随国，在青铜器铭文中他们的自称和他称，

都十分清楚明白：

随国自称随：“随大司马嘉有之行戈”；
楚国他称随：“楚王媵随仲嬭加飤緐”；
曾国自称曾：“曾孙邵之行簠”；
楚国他称曾：“楚王酓章乍曾侯乙宗彝”。
当年学者提出曾即随的观点，是因为传

世文献中的随国之地无随国青铜器却只见曾

国青铜器。换言之，这个看法的前提是没有随
国青铜器，而目前既然随国青铜器已经出现，

这一前提就不再存在。因此在这一条件下，曾
随合一的观点就至少需要进行重新的论证。
曾国的族姓，在历史层面也是令人瞩目

的问题。当晚清学者将曾国对位山东之鄫时，
姒姓是不二的看法。曾侯作叔姬簠、曾姬无卹
方壶面世后，暗示曾国可能为姬姓，刘节、屈
万里等学者都提出传世文献中也有姬姓的曾

国[32]。曾侯乙墓发现之前，学术界主流定位曾
国为灭周之缯，曾国为姒姓的观点也是当时

的主流。季氏梁戈铭文季怠为周王孙，说明曾
为姬姓，这使春秋中期之后曾国姬姓的性质

确定下来。曾国姬姓，又成为曾随问题讨论中
一条支持曾随一体观点的重要依据。
叶家山墓地的发掘，让西周早期的曾国是

否为姬姓成为讨论热点[33]。该墓地M28、M65、
M111等位置最核心、规模最大的墓葬多出有
带“曾侯”铭文的青铜器，墓地属于曾国、曾国
为周王朝分封的诸侯国等这样一些关键的性

质非常明确。不过，西周早期的这个曾国与其
后的曾国在时间上存在缺环、在活动区域上
存在位移，因此，西周中期前后的曾国是否在

核心族群上具有延续性？这样的考虑还特别

是因为叶家山墓地显现出这样一些商系文化

的特征：

1.大部分墓葬特别是曾侯一级墓葬为东西
向，且少数重要墓葬如M1、M3带有腰坑；

2．M1墓主青铜器、M111曾侯方鼎铭文中
都有带日名称谓；

3．一些墓葬随葬的陶器具有商文化传统。
西周早期曾国为姬姓，在叶家山M111曾
侯犺簋铭文发现“南公”后明确，因为文峰塔
M1曾侯與编钟铭文也提到先祖南公，二者将
早晚曾国历史串联起来，由此说明，曾国西周

早期直至春秋战国时期都属于同一族系，一

直是一个姬姓国家。这样的结论，与上述商系
文化特征是相冲突的，因为东西向、腰坑在过
去所见西周墓葬中均为非周人墓葬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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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周人有不用日名的习惯[34]，这虽非是绝

然的规律[35]，但日名是商人的惯用称谓，也是

不争的事实。基于叶家山墓地表现出来的非
姬周文化因素，有学者提出新的解释，认为曾

的姬姓为“周初赐姓”[36]。
考古学研究的一个层面，是对物质文化

特征进行归纳与总结，由此得出某一区域文

化的特质。因此，考古学长于建构社会生产、
生活、乃至习俗方面的场景，却难以明确政
治、制度等社会性质层面的信息。这样，当考
古学材料与传世文献进行结合时，前者的文

化场景便难以落实后者的细节性需求。可以
理解，何以在曾国与传世文献的国族性质对

位中，历次大的进展都是在新出土文献材料

的发现中实现的。也可以理解，何以在涉及史
实内容的文献发现时，如随仲嬭加鼎、曾侯與
钟铭文，相关讨论热烈如潮[37]。但是，这样的情
况也提醒我们，在出土文献丰富如曾国，传世

文献可信如东周时期，将曾国置于出土与传

世文献合力进行国族研究的努力，仍然屡次

被新发现所挫折，因此我们在尝试将出土文献

和传世文献挂钩时，就应该更为谨慎从事了。

三

我们关于曾国时段的历史观，是由传世

文献如《左传》、《史记》为基础建立的，王世、
列国是其时空框架系统。当曾国与历史文献
中的国族对应处于似是而非的关系时，对其

讨论因此就成为最大的热点。在过去很长的
时间里，研究曾国则几乎必谈传世文献涉及

的国族属性，随国、姬姒成为曾国考古研究热
词，研究中的历史情结是自然而然的。
不过，曾国发现直接展示的是曾国物质

文化材料，基于这些材料去揭示曾国的地域、
生产、生活乃至战争等等不同层面，由此展现
曾国不同的社会景象，这是一个更为丰厚和

多彩的研究。实际上，当苏家垅及其他越来越
多曾国遗存被发现，基于曾国的考古学研究

就越来越多地开展起来。叶家山墓地发掘后，
对于曾国考古材料的研究，就更加多样化了。

限于篇幅，以下只重点讨论墓地布局、中心区
域等问题。
曾国考古的基本材料，是以墓葬及其出土

的青铜器为主。在各处的墓葬中，对墓地进行
较为全面的发掘，有叶家山、郭家庙、文峰塔
和正在进行的苏家垅，而发表材料可以看出

遗迹系统性的，目前只有叶家山墓地。因此近
年关于曾国考古研究最大的一个热点，就是

围绕叶家山墓地及其布局的研究，前述关于曾

国性质的讨论，就是对墓地一些特征的总结。
叶家山墓地研究的最大热点，是墓地的

年代以及几座重要墓葬早晚排序问题。目前
学术界比较一致地认为墓地年代不晚于西周

早期，但对重要墓葬排序的意见分歧较大。墓
地中居于最核心位置、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丰
富的分别是M28、M65、M111，这几座墓葬也都
出土有较多曾侯铭文青铜器，学者一般认为

这是几座曾侯一级墓葬。但对其年代早晚顺
序，则有M65→M28→M111 [38]，或者M111→
M28→M65两种截然相反的排序[39]。
叶家山墓地年代及几座重要墓葬的排序

涉及到我们对西周考古年代学理解问题。在
缺乏王年铭文等绝对年代信息的情况下，西

周时期考古学所建立的年代学框架大致是

早、中、晚三期的划分，也就是说，以陶器或青
铜器的尺度去丈量西周近300年的时长，每期
的精度约在百年左右，因此考古学分期难以

将遗物甄别、定位到王世———其年代周期约
20年。例如，叶家山墓地M27等墓葬中出土有
象首纹鬲、橄榄形长颈壶等过去认为属于西
周中期的青铜器，墓地年代下限晚至西周中期

（周穆王）是墓地发现之初的一个主要观点。
而墓地不晚于西周早期这样精细的判断，则

是根据昭王南征失败这一历史事件作出的推

定。另一方面，考古年代学也难以通过遗物年
代来对同一期的不同墓葬进行排序。我们还
记得，当年天马———曲村晋侯墓地发现后，学
术界依照器物的早晚，对最初发现的8组晋侯
墓葬进行的早晚排序，也是出现了若干不同

的意见[40]。晋侯墓地这样跨越西周早晚很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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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遗存尚且如此，叶家山墓地只是属于西

周早期的，其墓葬排序当更加困难。根据随葬
器物所作的年代判断，只能是在排序中作为

一个参考因素，而非决定性依据。
结合其他西周诸侯国墓地的情况，叶家山

重要墓葬的排序讨论中，除了器物年代的推比

之外，如下方面是学者们在分析中所倚重的：

1．侯级墓葬的排列规律。侯级墓葬往往按
某一方向早晚排列，且未必存在昭穆制度。因
此学者们在讨论中，没有人认为位于墓地中

央的M28最早；
2．器主身份及其相互关系。比如，除非为

长辈所作之器，否则带爵称的晚辈器不应该出

现在长辈墓葬中，因此同时出土曾侯谏青铜器

的M65和M28，年代较早者属于曾侯谏。又如
曾侯谏及其夫人媿之器见于M65及其夫人墓
M2，而M28夫人墓的M27则未见媿器，若M28
为曾侯谏，则其夫人器未见于M27，反倒出在
儿媳或母辈的M2中，就不好理解了。以上两点
或是持M65为曾侯谏墓为多数说法的原因；

3．侯级墓葬与其他贵族墓葬的关系。叶家
山墓地是围绕侯级墓葬布局，因此除配偶墓

葬之外，侯墓周围的贵族墓葬年代应该较晚，

如M28西边的M107应晚于它，而M65东边的夫
人墓M2则可能比它早。
在墓葬年代讨论中，也有一些可能不适

合作为分析判断标准的方面：

1．墓葬规模大小不能作为墓主是否为首封
诸侯的标准。M111规模最大，不能据此认为
M111墓主是最早的曾侯。

2．有铭青铜器的多少不能作为判断墓主标
准。M28出土曾侯谏青铜器的数量较M65的为
多，但不能据此认为M28一定是曾侯谏墓。
M107带“曾”铭文青铜器只有一件曾伯爵，而
“戈父乙”器有尊、卣一套，但简报认为墓主为
曾伯仍然是合理的判断[41]。

3．随葬品中那些带族徽等商式青铜器，不
能作为判断墓葬年代的依据。叶家山墓地包
括侯级墓葬多出有商式青铜器，在依据青铜

器讨论墓葬埋藏年代时，这些器物是应该排

除在外的。
叶家山墓地发掘过程中，考古队还适时

地对附近进行区域调查，发现庙台子可能是

与墓地对应的遗址[42]。发掘墓地的同时，寻找
对应的生活居址，是近些年曾国考古一个突

出的田野工作理念。在最近的工作中，湖北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也在郭家庙、苏家垅两个墓
地找到对应的遗址[43]。相信经过对遗址进一步
的工作，我们对于曾国的认识将更加深入全

面，而在墓地发掘的同时对相应的遗址进行

工作，更加合乎聚落考古的理念。
目前曾国遗存性质比较明确的都是墓

地，这些墓地反映了曾国不同时期在不同地

域活动情况。曾国墓地西周早期分布在随州东
部的叶家山，两周之际分别见于随州南、枣阳
东、京山北一带，而春秋晚期及其前后集中在
随州中部的市郊一带。这些涉及曾国疆域范
围、中心区域的情况如何？以及其是否有过、
以及怎样的变化？学者们讨论较多的、最为关
键的问题，是两周之际曾国中心区域的位置。
两周之际前后曾国所在的重要地点苏家

垅、郭家庙、熊家老湾，分别间隔在大洪山、滚
河（汉水支流）、涢水这三个地理单元之间，即
这一时期曾国的地域不大可能是连成一片。
因此学者们很早就推测，上述地点可能是分别

为“子”、“伯”、“侯”不同称谓的三个诸侯国[44]，

或不同的“曾”字字形，代表着不同的国家[45]。
当然现在很少有学者作如是想，但两周之际

汉水以东的这个曾国，三个区域墓地规模、出
土青铜器等级很高，的确表现出超乎寻常的

强大实力，其政治中心区域不易判明。苏家垅
墓葬出土有9鼎、曾侯仲子斿的公室称谓，熊
家老湾临近的叶家山和义地岗早晚两个时期

都是曾国政治中心区域[46]，都可能为曾国中心

所在，而郭家庙见有曾侯级别的墓葬和曾侯

絴白戈，且发现有等级较高的周台遗址等，自

然也被认为是曾国都城[47]。在这个问题的讨论
中，如果认为两周之际前后曾国中心区域在

郭家庙一带，则说明曾国中心区域至少经历

了向西、而后又向东的来回迁徙，这与认为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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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中心一直稳定在随州一带的情况，在政治

与文化背景上是有着很大的区别的。可见，曾
国中心位置的讨论，有较确定中心更深远的

意义。
我们认为考古学探索的诸侯国都城，可

以表述为政治、文化中心区域[48]。这是因为考
古学工作中，很难将一处高等级的遗址，确定

为一个都城的性质。典型的例证如早期晋国
都城，邹衡先生推定天马———曲村遗址为早
期晋都并进行多年的大规模考古工作，但这

一推论却是多年之后才通过晋侯墓地的发

现、发掘才确定的[49]。这是因为没有一个量化
的标准去关联遗址规模与都城、建筑基址与
宫殿，但墓葬中发现的文献材料则可直接将

墓主、墓地的性质确定下来。根据墓葬与居址
临近的原则，我们往往是根据国君的墓葬来

定位政治中心的位置。从目前的情况看，郭家
庙若干墓葬可与曾侯相当，加之曾侯级别的

青铜器，这里是两周之际前后曾国的政治中

心，可能性应该较大。但这里我们也不应该忽
视一个材料，是春秋早期偏晚的曾侯匋鼎[50]，

该鼎为盗掘追缴文物，或可能也出自义地岗

墓地。据传曾侯匋青铜器是规模很大的一套，
如据此则春秋早期曾国中心区域已经位于随

州城区一带了。

四

曾国的物质文化面貌在西周早期至战国

中期这样长的时段中，大体以春秋中期为节

点，此前的与中原周文化面貌相同，春秋中期

及其后的则与楚文化面貌一致[51]。曾国文化所
表现出来的发展水平，足可代表其时代的水

平。甚至一个常见的情况是，我们讨论楚文化
的成就时，常常以曾侯乙墓出土物作为代言

者。那么，从研究的角度而言，曾国考古又有
那些可以贡献于中原文化和楚文化这一更高

层面研究？

对于曾国文化面貌的研究，是苏家垅铜

器群发现以来，学者们着力点之一[52]，研究是

在周文化和楚文化背景下进行的。比如，苏家

垅铜器群一直是作为两周之际典型年代学材

料，在虢国墓地等等青铜器群断代中作为标

尺使用。曾侯乙编钟则是作为中国先秦时期
音乐发展水平的标志物，并受到世界范围学

者们的关注[53]。对曾侯乙墓出土青铜器铸造工
艺的研究———包括曾侯乙尊盘失蜡法铸造的
认知，是解放后大陆学者基于冶金史研究的

开端之一（其他个案如妇好墓青铜器工艺研

究），也奠定了对春战之际前后青铜器制作工

艺研究的基础[54]。我们过去也曾经以曾国青铜
器的生产为视角，观察周代诸侯国层面是否

存在独立生产的问题[55]。
叶家山墓地发掘后的最近几年，基于周文

化、楚文化背景的曾国考古研究视角更加多样，
以下我们仅观察与历史研究结合的一些研究。
叶家山墓地中墓葬的揭露比较全面，基

本反映出曾国墓地的使用时段，体现出曾国

的社会基本结构，同时更是观察西周王朝与

南方关系的窗口。由叶家山曾国墓地、羊子山
噩国墓地，南及江陵万城铜器群，东南到鄂东

地区黄陂鲁台山墓地、蕲春毛家嘴遗址，这些
遗存均属于西周早期周文化系统，青铜器铭

文都显示其与周王朝密切的关系，由此可以

勾勒出清晰的西周早期周王朝进占南方的线

路图和政治格局。叶家山M28发现铜锭、M111
发现的镈钟与编钟，体现周王朝通过曾国所

在的随枣走廊获取资源、以及由资源流动带
来的文化传播。另一方面，一个十分明显的现
象，是上述地点的西周早期周文化遗存，均终

止于西周中期。周文化势力的全面退出，与传
世文献、出土文献同时记载的昭王南征（失
败）情况吻合。而两周之际的郭家庙等墓地，
则可能映射出传世文献所载西周晚期周宣王

对南国地区的重新布局。因此，西周曾国遗存
在汉水东部地区的存在，正是西周王朝对南

国经营的写照[56]。上述考古发现，与文献材料
相互印证，由此形成考古学与传统史学交合

的研究，并得出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由曾国
这样的诸侯国研究路径，揭示出西周地缘政

治以及分封制在空间上的配置，将成为西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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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考古研究的一个方向。
叶家山墓地随葬青铜器多见标识曾国贵

族身份和外来的“商式”铭文，这也是西周早
期诸侯国墓葬出土青铜器常见的现象。学者
们多有对这两类铭文进行研究，来观察诸如

商周更替政治背景下的财富转移、西周建立
后器用制度及其变化等等问题。在叶家山曾
侯一级墓葬中，带“曾侯”的铭文青铜器表现
出复杂性，同一曾侯所作之器出现在不同的墓

葬中，曾侯所作的成组青铜器与最终下葬的

青铜器在组合上存在较大区别。另一方面，在
包括国君这样的高等级贵族在下葬中未完全

配置生前自作的青铜器，替代品的“葬器”则
是大量带有族徽、日名的“商式”青铜器。对于
西周早期墓葬中出现“商式”青铜器现象，一
般理解为灭商之战中对商贵族青铜器作战利品

处理的“分器”[57]。而“曾侯”青铜器的分散现
象，则是叶家山墓葬青铜器组合研究中揭示出

来的一个新的社会现象[58]。无论如何，西周早
期普遍流行的这种制作与使用分离、“生器”
与“葬器”有别的现象，是值得继续探讨的。
与“分器”现象在西周早期具有普遍性不
同，叶家山墓地也存在一些独特性的社会现

象。如前所述，“南公”铭文的串联可说明西周
早期的曾国也是姬姓之国，但曾国墓葬却有

东西向排列及设置腰坑的葬俗、使用日名的
称谓等等。这些不同于过去所认知的姬姓周
人文化特性，如果不是因为曾国某些特殊的

历史背景所致，而是姬周文化具有极为复杂

的特质，那这些特殊葬俗和日名称谓就值得

在其他西周诸侯国考古发现中高度注意。
曾国遗存的考古发现涵盖了除西周中期

之外、几乎约700年的曾国全史，因此长时段
地进行历时性观察，是研究曾国历史、进而从
一个诸侯国来研究周代社会变化的极佳视

角。虽然目前这方面学术界的成果尚不多见，
但已有学者有所涉及。曾国墓葬是曾国考古
发现的主体，有学者注意到从叶家山、郭家庙
到擂鼓墩墓群曾国高等级贵族墓葬东西向的

分布规律，而由此提出的问题引人注意：在义

地岗墓地发现的文峰塔M1曾侯舆墓、M18曾
侯丙墓却为南北向。就此还有进一步的问题：
擂鼓墩墓群是战国时期曾侯陵园所在，何以

晚于曾侯乙墓的曾侯丙墓却安置回到国君墓

葬年代偏早的义地岗墓地？

周代贵族称谓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

热点，曾国青铜器自西周早期至战国中期铭

文内容丰富，是考察这一问题的绝好材料。根
据铭文曾国国君始终称侯，这一点十分明确。
而在西周早期叶家山M107就出现有“曾伯”、
春战之际传世的曾侯與簠还有“曾子”称谓，
都是在各自时期内少见的称谓材料。我们知道，
《春秋》、《左传》中所载的公、侯、伯、子、男等
“五等爵”，并不能完全与青铜器铭文对应[59]。
两周之际前后，曾国青铜器中包含有大量的

“曾子”、“曾伯”之称，目前所见仅“曾子”之称
就超过10个不同的人次，这足以说明“曾子”
并非爵称。在周文化圈内，不同诸侯国贵族的
称谓，在相同的时期应具有较强的一致性。例
如春秋时期的“楚子”，就可能只是楚之王子、
王孙的后裔[60]。而在过去的讨论中，学者们对
“秦子”称谓的主流意见，则认为是国君的称
谓[61]。参考“曾子”、“楚子”的情况，“秦子”是否
为君称，是需要持慎重态度的。与此同时，称
谓研究还应该考虑其在不同时期中的变迁。
周代文化的发展，经历了西周中期和春秋中

期为节点的两次较大的变化，一些礼制包括

称谓也可见相应的变化。例如“子”、“伯”之称
在两周之际及其前后多见，其后少见，曾国青

铜器所见的这一变化也非常明显。文峰塔墓
地春秋中晚期青铜器多见“曾孙”之称，是新
揭示出来的时代风格，其与同时期楚国公室

“楚王孙”称谓有显然的关联，这也反映出春
战之际及其前后曾国政治受到楚国的强烈影

响。至于前述曾国“子”、“伯”之称跨越很长的
时间，也是应该继续值得注意的现象。
五十年来的考古工作，揭示出一个存灭

时间、活动地域、文化面貌、国族属性等等方
面内容基本清晰的曾国。近五年来，由叶家山
的发现可以提出对周王朝经营南土、分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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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诸侯国的社会与生产组织等问题的理解，

由义地岗的发现可以丰富楚系统之下的一个

附庸诸侯国的社会结构、贵族阶层以及与宗
主国关系等。五十年来曾国考古工作的重要
意义，并非是简单地推进了对曾随问题的讨

论，而是通过考古学独力的推进，描绘出一个

层面丰富的曾国，并通过曾国的研究，扩充了

对周代不同时期周、楚文化系统之下诸侯国
社会面貌和状态的理解。从五十年来曾国发
现与研究的进程发展来看，特别是在出土文

献材料大体定型的情况下，未来的曾国考古

研究更多的会是基于曾国物质文化材料的研

究，会是进一步丰富对曾国社会场景的认知，

也是进一步深化对曾国背后的周、楚文化背
景的理解。至于此前讨论热烈的曾随问题，同
其他历史问题得到廓清的条件一样，还期待

更多关于“随”的出土文献材料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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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tative Explanation of Inscription on the Bronze Dagger-axe Made for Gang-ji and its
Historical Metallurgy Significance

Li Jianxi
(Xi’an 710054)

Abstract: On the base of previous interpretations, the author conducts a further study on the in-
scription on an early Western Zhou bronze dagger-axe unearthed from the cemetery of Wei 卫 State in
Xincun, Xun County, Henan province. The inscription tells that the bronze dagger-axe was produced for
the leader Gang-ji to use it. As the earliest document recording the bronze technology in China, it tells
that ‘white’ and ‘red’ metals, which are metallic tin (may include lead) and copper, are used for the
bronze dagger-axe making. The inscription is a valuable original literature for the study on metallurgy
technology and the ancients’ cognition of metals in Bronze Age.

Keywords: the inscription on the dagger-axe made for Gang-ji, bronze inscription of Western
Zhou, history of metallurgy,bronze manufac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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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Fifty Years to Five Years: A Discussion on the Archaeology of Zeng State
Zhang Changping

(Wuhan, Hubei 430072)

Abstract: Zeng is a vassal state of Zhou Dynasty not recorded clearly in historical documents but
revealed by archaeology excavation. From Sujialong Site excavated fifty years ago to Yejiashan Site
discovered five years ago, scholars have experienced different hot points and tendencies of academic
research. This paper reviews important discoveries of fifty years and their significances, summarizes and
discusses the study in recent five years, from the clan of Zeng State, the social landscape of Zeng
reflected by material culture, and how to understand cultures of Zhou and Chu in the viewpoint of the
Zeng study, in order to expect the archaeological study of vassal states including Zeng in future.

Keywords: fifty years, five years, the archaeology of Zeng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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